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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倡导联盟框架（ACF），以深圳市罗湖区“校家社政”协同模式为研究对象，探究“双减”政策执行

中的困境与破解路径。根据理论框架和现实情况，“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三类核心联盟：以教育行政部

门为代表的减负改革联盟、以教培机构和部分家长为主体的市场维护联盟、以学校和社区为核心的家校共育联

盟。三类联盟在深层核心信念、政策工具选择及资源分配上存在结构性冲突，导致政策目标偏移、资源配置失

衡与工具适配失灵等执行困境。罗湖区通过构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制度性对话平台、推行动态负面清单等措

施，重构联盟互动关系，为教育政策协同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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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标志着我国教育领域进入“减负提

质”的深度改革阶段。政策直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问题，旨在回归教育育人本

质，促进教育公平与学生全面发展。a然而，政策执行

过程中，在政策整体落地见效的背景下，部分区域出

现 “学校减负、家庭增负”、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等问

题，反映出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执行阻滞。

深圳市罗湖区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区，率先探索

“校家社政”协同模式推进“双减”政策落地，其核心

是通过政府统筹、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协同的四

方联动机制，破解政策执行中的多元主体博弈难题。这

一模式既体现了公共政策协同治理的创新思路，也因涉

及复杂利益关系而成为观察政策执行阻滞的典型案例。

1.2  研究意义

一方面，丰富了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应用场景。将

ACF理论用于“双减”这一中国特色教育改革，揭示政策

子系统中多元联盟的博弈机理，弥补“理论抽象化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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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碎片化”的脱节问题；另一方面，针对罗湖区联盟冲

突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可为地方政府优化执行提供具体

方案。推动形成“政府主导有力、学校实施有效、家庭

参与有序、社会支持有度”的教育生态，实现学生全面

发展与教育公平的政策初衷。

1.3  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双减”政策的研究已形成多维度探

索格局。在政策内涵与价值层面，学者普遍认为“双

减”并非简单的教育“减法”，而是教育生态的系统性

重构。劳凯声（2021）指出，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纠正教

育功利化倾向，回归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其深层价值在

于缓解教育内卷、促进教育公平［1］；褚宏启（2022）

进一步将“双减”定位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

节，强调其在破解“家庭教育成本过高”民生痛点中的

作用［2，3］。

在理论应用方面，倡导联盟框架（ACF）的运用

仍处于起步阶段。范国睿（2021）以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政策为例，识别出“政府—企业—学校”三大联

盟，指出联盟信念冲突（如企业的“短期利益导向”与

政府的“长期育人目标”）是政策执行滞后的主因；［4］

针对“双减”政策，郅庭瑾（2023）初步划分了“政策

推动联盟”（政府部门）与“市场抵制联盟”（培训机

构），但未深入分析学校、家长等核心主体的信念体系

与互动逻辑，理论应用的深度与广度仍需拓展。

1.3.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虽无直接对应的“双减”政策，但相关教育改

革与政策执行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参照与经验借鉴。

如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的执行困境具有启示意义。该法案旨在通过标准化

测试提升教育质量，但因过度强调“问责制”，导致学

校陷入“应试教育回潮”，教师将80%的课堂时间用于刷

题，［9］这与我国“双减”后部分学校“隐性加量”现象

高度相似。又如韩国1974年推行的“教育平准化政策”

（1974年推行）通过禁止课外补习、均衡学校资源等措

施缓解教育竞争，但其执行中出现“富裕家庭聘请私

教”“海外游学替代补习”等规避行为，反映出政策难

以完全消除家庭对“升学优势”的追逐，与我国“地下

培训”问题形成呼应。

1.3.3  研究综述

综合来看，国内外研究已为“双减”政策执行研究

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三方面显著不足：其一，理论应

用深度不足，国内研究多停留在执行困境的现象描述，

缺乏如ACF理论般对“信念冲突—资源博弈—机制缺陷”

的系统性解构，尤其对多元联盟的互动逻辑解析不足；

其二，案例研究存在局限，对罗湖等地区“校家社政”

模式的探讨，多聚焦于实践成效总结，未深入挖掘“协

同表象”背后的联盟张力，难以揭示执行阻滞的深层机

理；其三，国际比较碎片化，国外类似政策的经验尚未

与我国“双减”形成针对性对比，需结合ACF理论进一步

阐释。

2  理论基础

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框架为解析政策执行中的多

元主体互动提供了系统性工具，具体可分解为以下三

个维度［10］。

2.1  信念体系

信念体系是联盟凝聚的核心纽带，按稳定性与影

响力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深层核心信念，基于价值观

的根本认知，这类信念具有长期稳定性，难以通过短期

干预改变；其次是政策核心信念，即对政策目标与核心

工具的认同，这类信念可能通过实践反馈与政策学习调

整；第三个层次是次要信念，关于政策执行细节的具体

认知，这类信念易随场景变化修正。不同主体因共享某

一层次信念形成联盟，而信念差异则是联盟间博弈的深

层诱因。

2.2  政策子系统

政策子系统是联盟互动的核心场域，由与特定政策

相关的政府部门、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等主体构成，其

运行围绕“资源—策略—外部触发”展开。

首先，资源禀赋决定联盟影响力。包括资金、信息、

权力、组织能力等，资源占有量的差异直接影响联盟对政

策过程的主导权；其次，策略选择塑造互动格局。联盟

通过游说、舆论宣传、合作协商、抵制对抗等策略推动

自身信念落地，策略的适配性与对抗性决定政策执行的

顺畅程度；最后，外部事件打破系统平衡。如重大公共

事件、社会舆论转向、政策环境变化等，可能迫使联盟

临时调整信念与策略，成为政策执行转向的关键节点。

2.3  政策取向学习

政策取向学习指联盟基于新信息调整信念与策略

的过程，是推动联盟协同与政策系统变迁的核心机制。

其一，次要信念学习：针对执行细节的认知修正，是对

“具体操作方式”的优化；其二，政策核心信念学习：

对政策目标与核心工具的认同调整，包括重新评估“政

策手段与目标的适配性”；其三，深层核心信念学习：

极为罕见，通常需长期系统性干预，涉及价值观层面的

根本转变。政策取向学习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决定联盟

能否从“冲突对抗”转向“协同共治”，进而影响政策

执行的最终效果。

3  案例描述

3.1  “双减”政策执行概况

深圳市罗湖区自2021年9月起，积极响应国家“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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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政策号召，分三阶段稳步推进政策落地实施，致力

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

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6］

第一阶段是2021年9月至12月的试点期，罗湖区展现

出积极探索的姿态，精心选取10所中小学，作为政策先

行先试的“试验田”。在此期间，重点聚焦于作业分层

设计与课后服务菜单化的探索实践。第二阶段是2022年

1月至6月的推广期，罗湖区“双减”政策覆盖面进一步

扩大，成功覆盖全区87所义务教育学校。为进一步提升

课后服务质量与成效，推出了独具特色的“1+N”课后服

务模式。同时，为更好地解决家长接送难题，将放学时

间延长至18点30分，与家长下班时间有效衔接，极大地

方便了家长，提高了课后服务的实用性与便利性。第三

阶段是2022年9月至今的深化期，罗湖区持续发力，积极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为课后服务注入新活力。

通过建立“家校社”协同评价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

性，形成教育合力。

罗湖区教育局2022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双减”

政策执行已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学生平均书面作业时

长从政策实施前的95分钟大幅降至58分钟，有效减轻了

学生的作业负担，让学生有更多时间休息与发展个人兴

趣。课后服务参与率高达92%，充分体现了学生与家长对

课后服务的认可与积极参与。有证学科类培训机构从127

家压减至0家，非学科类机构转型率达83%。与此同时，

部分学科培训以“隐形变异”形式转入地下，表明市场

规范整治仍面临挑战。［7］

3.2  “校家社政”模式的构建与运作

该模式以“协同减负、共育新人”为目标，形成

“政府统筹—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补充”的四维

架构。

在政府层面，罗湖区教育局充分发挥牵头引领作

用，精心制定并出台《罗湖区“校家社政”协同育人实

施细则》。在这份细则里，对教育、财政、市场监管等

多部门的职责进行了细致且明确的划分。不仅如此，罗

湖区还设立了全市首个区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该

中心积极发挥专业引领作用，定期组织召开社会各方联

席会议。同时，中心大力规范罗湖区阳光家长学校的体

制机制，推进区级、校级、班级三级家长委员会的建设

工作，引导家长以积极且规范的姿态参与到学校的家庭

教育以及相关管理事务中。罗湖区还创新性地成立了全

市首个家庭教育创新督学工作室，其主要职责是对全区

家庭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为家庭教

育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持。

学校作为“双减”政策执行的核心阵地，肩负着

多项关键任务。学校不仅要对作业进行严格审核，确保

作业量合理、作业内容科学，还要精心组织课后服务活

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教

师培训方面，学校也积极作为，提升教师对“双减”政

策的理解与执行能力。在课后服务的组织上，许多学校

推行“1+N”课后服务模式，即1小时的作业辅导时间，

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疑惑，N项特色课程则涵盖了艺

术、体育、科技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

和发展需求。​

家庭在“校家社政”模式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家长通过家长委员会深度参与政策决策过程，

如在投票选择课后服务课程时，家长能够充分表达自己

的意见和需求，使课后服务课程更贴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在一些学校，家长志愿者还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日常

管理和教学辅助工作中，如协助组织校园活动、参与课

后服务课程的教学等，进一步加强了家校之间的联系与

合作。

社会力量的参与为“校家社政”模式注入了新的活

力。辖区内的企业、公益组织、场馆等纷纷发挥自身优

势，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补充资源。区科技馆每周定时开

放20小时，为学生开展“科学探究”课程提供了专业的

场地和设备支持。某科技企业捐赠300台平板电脑用于农

村校“智慧课堂”建设，改善了农村学校的教学条件，

缩小了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此外，在运作机制方面，罗湖区建立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制度。每月定期召开的“四方联席会议”，为

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力量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沟通平

台。在会议上，政府能够及时通报政策的最新进展，学

校可以反馈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家长则

能提出自己的需求和建议。为了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

罗湖区专门建立了“罗湖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该平台

整合了学校操场、社区活动中心、企业实验室等多达120

个场地资源，并向学生免费开放，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

学习和活动空间。

4  倡导联盟框架下罗湖区“双减”政
策执行困境

4.1  信念体系差异引发的协同困境​

4.1.1  深层核心信念冲突

政府联盟秉持教育公平与学生全面发展的深层核

心信念，期望通过“双减”政策打破应试教育的单一评

价体系，为学生创造多元成长空间。罗湖区教育局积极

推动素质教育理念在政策设计与资源分配中的落实，力

求均衡城乡教育资源。而部分家长联盟成员受传统“学

而优则仕”观念及社会竞争压力影响，其深层核心信念

仍聚焦于子女升学竞争力，认为学业成绩是未来发展的

“敲门砖”。

4.1.2  政策核心信念分歧

学校联盟在“双减”政策核心信念上，倾向于在减

负同时维持学校教学质量与升学成果的平衡。学校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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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响应政策减少书面作业量，另一方面却通过增加课堂

教学强度、开展隐性学科拓展活动等方式，确保学生在

学业竞争中不落后。校外培训机构联盟则将维持自身商

业利益作为政策核心信念，在政策高压下，部分机构虽

名义上转型，却暗中以“高端家政”等名义开展学科辅

导，与学校联盟及政府监管意图形成对抗，破坏了政策

执行的一致性。

4.1.3  次要信念不统一

在作业时长、课后服务课程设置等次要信念层面，

各方同样存在分歧。政府规定学生书面作业时长应控制

在一定范围内，但部分学校教师因对学生学习进度把控

的不同认知，在实际布置作业时出现“明减暗增”现

象。家长对课后服务课程的期望也各不相同，高学历家

长更倾向于科技、艺术等拓展性课程，而部分普通家长

则希望以作业辅导为主，这种家长群体内部的次要信念

差异，增加了学校与家庭在课后服务安排上的沟通成

本，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4.2  资源博弈导致的执行阻碍​

4.2.1  资源禀赋不均

政府联盟凭借财政控制权与行政权力，在“双减”

政策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能够投入专项经费用于

师资培训、课程开发与设施升级。然而，资源分配在城

乡学校间存在明显失衡。农村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

社会关注度低，获得的政府资源有限，即便有政策支

持，也难以吸引优质师资与社会资源。相比之下，城区

小学则能凭借其地理位置与品牌优势，吸引更多政府资

源倾斜，还能整合家长资源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课

程，进一步拉大城乡教育资源差距，阻碍“双减”政策

在全区均衡推进。​

4.2.2  资源竞争与合作困境

学校、家庭和社会力量在争取政策资源时存在竞争

关系。学校希望获取更多财政资金用于改善教学条件、

开展特色课后服务；家庭则期望通过家长委员会影响学

校决策，为自己孩子争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如在课程

选择、教师分配上获得特殊待遇。社会力量在参与课后

服务时，也会考虑投入产出比，优先选择生源优质、交

通便利的城区学校合作，导致城郊普通校缺乏吸引力，

难以与城区校竞争社会资源，在课后服务质量提升上举

步维艰。

4.3  外部事件冲击下的政策偏离​

4.3.1  社会舆论导向偏差

社会舆论对“双减”政策的解读与传播，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各联盟的行动。部分媒体过度渲染“双减”

可能导致学生学业荒废、未来升学迷茫等负面观点，引

发家长群体的焦虑情绪升级。这种舆论导向使得家长联

盟在面对“双减”政策时，行动更加谨慎，甚至出现抵

制行为。一些家长在网络舆论影响下，不顾政策规定，

私下为孩子联系“一对一”私教，导致校外培训“隐形

变异”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偏离“双减”政策初衷。​

4.3.2  突发教育事件影响

突发教育事件会打破政策执行的原有平衡。如某

校外培训机构因违规经营导致学生安全事故，事件曝光

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政府联盟为应对舆情，不得不

加大对校外培训市场的监管力度，短期内将大量资源投

入到整治行动中，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对学校课后服务质

量提升、家校社协同机制优化等其他“双减”重点工作

的注意力。学校联盟则可能因担心类似事件发生在校园

内，在组织课后服务活动时过于保守，减少户外活动、

实践课程等项目，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使得政策执行出

现临时性偏离。

5  倡导联盟框架下罗湖区“双减”政
策执行困境的原因

5.1  信念体系差异的根源：多元主体认知逻辑的固

化与冲突​

5.1.1  深层核心信念的路径依赖​

政府联盟的“教育公平”信念源于公共治理的价

值追求，其形成与国家“立德树人”教育方针、区域教

育均衡发展战略直接相关。罗湖区作为改革开放先行

区，长期致力于破解“教育内卷”，这种政策惯性使其

将“双减”视为重构教育生态的关键抓手。而家长联盟

的“升学优先”信念则根植于三重现实逻辑：一是科举

文化影响下的“学历崇拜”传统，二是社会竞争加剧带

来的“阶层焦虑”，三是中考、高考选拔机制尚未根本

改变的“现实约束”。多数家长仍过度关注“区内统考

排名”，这种认知差异本质是公共价值与个体理性的

冲突。​

5.1.2  政策核心信念的利益驱动​

学校联盟的“减负与保绩平衡”信念，实质是教育

评价体系与政策目标的张力体现。当前罗湖区对学校的

考核仍以“升学率”“优质生源保有率”为隐性指标，

部分城区优质学校虽响应“双减”，但通过“隐性加

练”维持竞争优势，反映出学校在“政策合规”与“生

存发展”间的两难。校外培训机构联盟的“利益至上”

信念，则源于资本逻辑的路径依赖，这本质是逐利动机

对政策监管的规避，而转型后非学科市场的饱和（罗湖

区非学科机构超200家）进一步加剧了其对“隐性培训”

的依赖。​

5.1.3  次要信念的信息不对称​

作业时长、课程设置等执行细节的分歧，源于政策

信息传递的“层级过滤”。政府联盟通过行政文件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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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但学校教师因缺乏对“作业设计科学性”的专业

培训，导致执行中出现“机械减时”或“暗中增负”。

家长群体内部的认知分化，则与教育素养差异相关：高

学历家长更易理解“素质教育”价值，而低学历家长因

信息获取渠道有限，对课后服务的期待仍停留在“作业

辅导”层面。

5.2  资源博弈的本质：分配机制失衡与利益协同

缺位​

5.2.1  资源禀赋差异的结构性根源​

城乡资源失衡是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产物。罗湖区城

区学校依托“区位优势-家长资源-政策倾斜”形成良性

循环：政府将70%的课后服务经费投向城区，高学历家

长提供“博士讲堂”等免费资源，社会机构因“生源质

量高”主动合作。而农村学校陷入“资源匮乏—吸引力

弱—更匮乏”的恶性循环：政府投入的多媒体设备因教

师数字素养不足被闲置，社会机构因“运营成本高于收

益”拒绝入驻，这种差异本质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教育领

域的投射。​

5.2.2  资源竞争的利益逻辑主导​

社会力量参与的“选择性合作”源于市场理性。培

训机构转型后优先服务高收入家庭，是因为这类群体支

付能力强；企业捐赠倾向城区校，是看重其品牌曝光价

值。此外，家长联盟的“资源争夺”则体现为获取更多

优质课程资源，加剧“马太效应”。

5.2.3  资源合作的机制性障碍​

“校家社政”协同中的低效，源于缺乏“利益共

享—责任共担”的制度化设计。学校与社会机构的合作

多为“短期项目制”，未建立长期利益绑定机制；家长

参与学校管理的渠道虽存在，但因缺乏“参与培训”，

实际沦为“形式化投票”。政府虽搭建了联席会议平

台，但对分歧的调解缺乏强制力，如家长与学校在作业

量上的争议常无明确结论，导致资源整合难以落地。

5.3  外部事件冲击的传导：系统韧性不足与应对

失序​

5.3.1  社会舆论偏差的生成机制​

负面舆论的扩散源于“信息茧房”与“焦虑放大”

效应。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刻意放大“双减后成绩下

滑”的个案，而政府联盟的正面宣传因缺乏“故事化表

达”难以触达家长。家长群体在“升学焦虑”的驱动

下，更易接受负面信息，形成“宁可信其有”的认知，

进而催生对隐形培训的需求。

5.3.2  突发事故应对的资源错配​

突发教育事件的应对失序，反映政策子系统的“应

急韧性不足”。当某机构违规导致安全事故时，政府联

盟的“舆情优先”逻辑使其将80%的监管资源投向“查处

隐形培训”，但对学校课后服务的支持出现滞后；学校

联盟的“风险规避”行为，则是当前考核体系中“不出

事”是底线，导致实践课程因“怕担责”被削减，这种

“应激反应”本质是激励机制失衡的结果。​

6  倡导联盟框架下“双减”政策执行
困境的对策

6.1  重塑信念共识，弥合认知鸿沟​

6.1.1  构建多维政策解读体系​

政府联盟联合教育智库、媒体平台，针对不同主体

设计差异化宣传方案。首先，面向家长群体，制作“双

减政策与升学关联”动画短片，以近年中考改革案例直

观展示素质教育对升学的正向作用；其次，对教师开展

“作业设计与减负增效”专题培训，通过罗湖区等试点

校的分层作业优秀案例，破除“减作业即降质量”的误

区；最后，针对社会机构，召开转型政策说明会，详细

解读非学科培训的扶持政策与市场前景。

6.1.2  推动政策取向学习实践​

设立“校家社”联合学习平台，组织家长代表赴北

京、上海等“双减”成效显著地区实地考察，直观感受

素质教育对学生成长的积极影响；开展“教师-家长对

话沙龙”，围绕“如何在减负中提升学习能力”等议题

进行深度研讨；此外，鼓励社会机构与学校联合开发课

程，如机构可与学校合作将“研学旅行”与学科知识自

然融合，在实践中实现政策核心信念的调整。​

6.1.3  优化教育评价导向​

罗湖区教育局建立“学生综合发展指数”评价体

系，弱化单一成绩指标，增加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维

度权重；同时，将学校考核重点转向“政策执行合规

性”与“学生满意度”，对积极落实“双减”且成效显

著的学校给予专项奖励，引导学校从“隐性加负”转向

“内涵提质”。​

6.2  优化资源配置，破解分配失衡​

6.2.1  实施城乡资源精准补给​

设立农村教育专项基金，按每生每年1500元标准为

农村校提供课后服务补贴，重点用于师资引进与设施升

级；此外，建立“城乡学校结对帮扶”长效机制，城区

优质校与农村学共享课程资源、师资培训计划，实现优

质资源跨区域流动；同时，出台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教育

激励政策，对在农村校开展公益课程的机构给予税收减

免与宣传推广支持。

6.2.2  构建资源协同共享机制​

升级“罗湖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开发智能匹配系

统，根据学校需求与社会资源特点进行精准对接；建立

家长资源库，对有专业技能的家长进行分类登记，规范



·504·
倡导联盟框架下“双减”政策执行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罗湖区“校家社政”模式为例

2026 年 6 月
第 8 卷第 6 期

https://doi.org/10.35534/pss.0806088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其参与学校教学的流程与责任；此外，设立“校家社合

作创新奖”，对在资源整合中表现突出的主体给予表彰

与资金奖励，激发各方合作积极性。​

6.2.3  拓宽资源多元供给渠道​

鼓励企业通过“冠名赞助”“课程定制”等方式参

与课后服务，如科技企业可为学校捐赠智能教学设备并

开设编程课程；此外，引导社会组织设立“双减公益基

金”，用于资助农村校特色课程开发；探索“教育券”

制度，家长可根据孩子需求选择社会机构课程，凭券抵

扣部分费用，促进市场良性竞争。​

6.3  完善互动机制，增强系统韧性​

6.3.1  强化协同治理制度保障​

成立由区政府牵头，教育、财政、市场监管等部门

及学校、家长、社会代表共同参与的“双减政策执行委

员会”，明确各方职责与议事规则；同时，制定罗湖区

“校家社政”协同育人实施细则，细化家长参与学校管

理的权利与义务、社会机构准入与退出标准等内容，增

强政策执行刚性。​

6.3.2  搭建高效沟通反馈平台​

开发“罗湖教育协同”App，设置政策咨询、意见

反馈、资源共享等功能模块，实现政府、学校、家庭、

社会的实时互动；建立“校长—家长直通车”机制，校

长每周固定时间在线解答家长疑问；设立社会监督热

线，鼓励公众对违规培训、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进行举

报，及时处理并公开结果。​

6.3.3  提升系统应急响应能力​

制定“双减政策执行风险预案”，针对舆情危机、

安全事故等突发情况明确处置流程与责任分工；建立

“校家社政”应急联动机制，如发生校外培训安全事故

时，教育部门负责学生安置与心理疏导，市场监管部门

迅速开展查处，家长委员会协助信息沟通；定期组织应

急演练，提高各方协同应对能力。

7  结语

本文基于倡导联盟框架，以罗湖区“校家社政”模

式为案例，剖析“双减”政策执行困境及成因。研究发

现，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力量四大联盟因信念体系

差异、资源博弈及外部事件冲击，导致政策执行出现阻

滞。针对上述问题，需通过重塑信念共识、优化资源配

置、完善互动机制三维路径破解，为“双减”政策落地

及教育协同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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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under the 
Advocacy Alliance Framework: 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

family-society-government” Model in Luohu District

Xie Linxiu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 this paper takes the “school-family-community-
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model in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dilemmas and 
solu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situation, three core alliance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burden reduction reform alliance represented by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e market maintenance 
alliance composed of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some parents, and the home-school co-education 
alliance centered o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here are structural conflicts among the three alliances in terms of 
deep core beliefs, selec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leading to implementation obstacles such as policy 
goal deviation, un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ool mismatch. Luohu District has reconstructe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alliances by building institutional dialogue platforms such as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enters and 
implementing dynamic negative list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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